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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为止，人们对词体生成或起源问题的探讨，已达到深而精、细而真、明而辨的境界。自民国时
期，胡适《词选》所附《词的起源》一文开始，已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力、有冲击力、有突破性的论著。诸
如郑振铎、华钟彦、唐圭璋、阴法鲁、姜亮夫、刘尧民等老一辈学者在民国时期就有所论辩，而施议对、林
玫仪、王小盾、洛地、李昌集、刘尊明、徐英等学者在新时期也有探讨。新近则有木斋先生的《曲词发生
史》、［1］李飞跃《词体起源新论》、［2］拙文《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3］等又涉及
此问题。笔者在拜读《曲词发生史》之后，在欣赏、佩服、受教之余，觉得拙文所论立足“乐府”虽能说明
词体生成时的诸多问题，但尚有须明白揭示的遗憾。为此笔者拟从词体生成要素角度结合本人与前人，
特别是木斋先生论著《曲词发生史》来再进一步论辩词体起源问题，以使谜雾终散。对于“词体”的界
说，笔者以为，凡是最初与各种音乐相关联，按照乐府那种倚声填辞方式，并运用原唱歌辞的平仄四声排

布规则所形成的诗歌样式，均为词体作品，即词乃乐府( 已包含了音乐与倚声填辞两个要素) 的“格”
“律”化产物。笔者以为在词体生成问题方面，诸如音乐、乐府、格律、游戏等为其四大要素。要论词体
起源脱离此四大要素，势必出现含混、偏颇、武断的考察与结论。

一、由作为词体生成模体的音乐来论
词为音乐作用下的产物，是音乐文学之一种，此为共识。任何时候忽略或无视音乐要素对词体的贡

献，是不科学的。就当前研究状况来看，由于对音乐要素的认知不足产生出两大方面的遗憾。
遗憾之一是，过分强调“燕乐”说，或单一音乐说，无视“多乐”说。迄今为止，不少学者仍在强调，词

体起源于燕乐。曾经有一个时期不少人认为词体是燕乐的产物，燕乐是词体起源的决定要素。如夏敬
观《词调溯源》、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邱琼荪《燕乐探微》、龙榆生《词体之演进》、任二北《唐声诗》
《敦煌曲初探》、刘尧民《燕乐探源》、唐圭璋《论词的起源》、王小盾《隋唐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等，均主张
燕乐决定词体的起源。近年来岳珍以《关于“词起源于隋唐燕乐”的再思考———与李昌集先生商榷》一
文，又强调此说的“科学权威性”。［4］当代对燕乐说进行修正者有李伯敬、徐英等，然他们做法大多还是
站在词体源于燕乐说上。这里笔者要指出的是，燕乐决定词体论，具有单一思维的弊病。任何一个时代
的音乐都是多种多样的，自然燕乐就不是词体所配的唯一音乐。就以燕乐形成发展的南朝至隋唐时期，
既有雅乐、清乐，也有民间本土音乐、宫廷本土新乐以及外来音乐，更有综合各种音乐基础形成的异于前
代、民间、宫廷、异域的新型音乐。由今人对燕乐的定义来看，多指向新音乐。笔者须要指明的是，任何
一种音乐都有可能成为倚声填词的模子。此点由词调的来源多样，不证即明。郑家治先生于《燕乐与
词的关系新论———与岳珍女士商榷》一文中针对“胡乐入华而词生”、“词起源于隋唐燕乐”①等观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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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词的音乐来源是多元的，非燕乐非唯胡乐，认同阴法鲁的“俗乐”多样性观点。而木斋先生新著《曲
词发生史》中，也能不囿于燕乐之成说，但是却认为音乐如“革命”一样有此起彼伏、螺旋上升替代的过
程，将词体生成所配音乐侧重在宫廷音乐上。任何一个时代的音乐主流均会有，这是事实，但是被作为
词体生成时所“倚”之乐不一定是主流音乐，与主流伴随者有各种各样的音乐都有可能被“倚”。也就是
说，自声律论形成以后，被选择、运用来填词的音乐曲调是多种多样的，既非仅“燕乐”，也非仅“宫廷音
乐”。当我们来论词体起源与音乐的关系时，一乐说是不足取的。“多乐参与”说，避免将复杂问题简单
化的同时，还可看到词乐这一“养料”的原生态与丰富性。
燕乐说导致人们将词体形成时间提前，①也导致人们对词体所配音乐的片面化，还导致人们对词调

来源的认识模糊，对词人选、用词调的心态把握不力。事实上，词体形成的音乐“生态”是多姿多色的。
遗憾之二，对音乐在词体形成中的具体作用认知还不够明晰。自词产生之日起，人们多少都谈及词

体如何“倚声”问题。其中汪东、刘尧民、施议对、洛地等先生均有精审的探讨。然而，至今少人系统归
纳，以至于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描述多而概括少的现象。归结起来音乐在词体形成中所起作用
有四大方面。
一方面是，音乐乐句形式提供了词体体式的基本格式。此不必赘言。另一方面是音乐下原唱歌辞

也为词体格式提供了模子。此种情况又有两种，一是仅提供了“格”。即人们在填辞时仅按其原辞的句
数、每句的字数、韵脚等格式。一是既提供“格”，又提供了“律”( 与音乐相合、美听、便唱形成的四声安
排) ，至此阶段才是我们通常讲的与乐府等音乐文学有共通又相区分的“词体”。当然，人们可先仅依歌
辞的文字格式，再依其声律格式形成词体，也可同时既按文字格式又按其声律格式直接成词体。再一方
面，音乐歌辞在表演过程中改变歌辞格式，由此产生同调异“格”现象。歌辞的形成本来有两种，一是先
乐后辞，包括借乐唱旧辞者———声诗，借乐仿旧辞再填来歌唱的歌辞———词体( 即为其中一种) ; 一是先
词后乐。词体最初作为歌辞，虽有属于后种者，然多数属于前种。歌唱可引起歌辞形式的变化，此理亦
明。当人们按歌唱时形成的歌辞样式来填辞时，就形成了与歌唱前不同的格律形式。关于此点，多数学
者只注意到了声诗演唱的问题，忽略了当人们借乐填好新词后演唱时也可形成新词体。还有一个方面
值得指出，即词人选取音乐曲子不同部分也可形成同调异格现象。像摘遍( 《泛清波摘遍》) 、序( 《霓裳
羽衣曲序》) 均是如此，当所选曲子的片段不同时，格律就有不同，这样就出现同一词调，格律却不一的
情形。也就是说，词体“变体”的生成与词人如何择取音乐片段作为格式有一定的关系。当然，音乐还
有助于歌辞的传播，而文人填制歌辞也多选择流行的“金曲”式的音乐; 文人在选择音乐曲子时有本曲、
辞相谐原则者，也有背离而曲辞错位者。
综合以上两方面，单纯的“燕乐说”是有局限性的，词体起源与燕乐有关，但不能说燕乐出现词体才

能产生，因决定词体独立的是平仄四声律理论的出现与实践。音乐对词体形式、格式、声律形式等的定
型过程起着重要作用。木斋先生新著中，强调了燕乐在词体生成中的作用的同时，也专门对把盛唐声诗
作为“词体发生的前夜”，分析甚细致，但是只是说明其中一种情况，由以上分析看，失之简单化。

二、由作为词体之祖的乐府来辨
由于过分强调“诗词代降”，通常人们虽然也说词的别名为乐府，却忽略音乐文学如乐府这一文体

参与的重要性，对乐府律化成词的过程研究甚少。笔者曾专门著文《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
生成新论》探讨此问题。为避免重复起见，兹立足无视“乐府说”将造成的缺憾来言说。
其一，无视“乐府说”，将忽略词体的音乐属性与其承继发展的新质，混淆唐声诗与词体的差异。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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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李伯敬《关于燕乐的商榷———兼及词之起源》( 《学术月刊》，1990 年第 2 期) 中即考证出燕乐在魏晋六朝即存在，依声填辞也
早就存在，由此推论出词体滥觞于此时。这就模糊了乐府与词体的差异———在“律”化而不在“格”化，从而扩大了词的内涵与外延，有
“泛”词倾向。又李氏在《词起源于民间说质疑》( 《文学评论》，1990 年第 6 期) 一文中则仍持此观点。



府为音乐文学，词体也为音乐文学，这是公理。词体与乐府既有历时关系，也有共时关系，但词体与乐府
不能等同。因为二者于借乐填辞上是共通的，而差别仅在于律化与否。撇开同为音乐文学之一种的乐
府来谈词体生成，实质上迷失了词体的本来属性。此点古人早已认定，而今人却多避而不论，其主要缘
由当在过分强调的律诗与词体的共通。着眼于“同”的同时，却忽视了律诗与词体本不是同类。因为律
诗中大多数为徒诗( 最初与音乐无关，不是在借乐或在音乐作用下写成) ，只有被“声诗”化后才具有音
乐( 歌) 的属性。词体既与乐府一样都是借乐填辞的产物，而乐府出现又早于词体，自然乐府为“词体”
的前辈、祖先，其写作原理是相同的，只不过词体又在乐府原有的游戏规则上加上“平仄四声律”。律诗
则是作为徒诗的古诗( 五言、六言、七言) 加上“平仄四声律”的结果。正如在冰糖出现后，用梨与苹果做
成冰糖葫芦，虽然都加了糖衣，去找梨的起源时，决不能去苹果那里找一样，从律诗角度去挖词体起源无

疑是忘记了乐府为词体之祖这一常识。同样，从唐声诗去挖虽有一定的道理( 以声诗为乐府的另一表
现形态) ，但由此可探明梨“糖衣”如何影响或变成苹果的“糖衣”，却不能把梨冰糖葫芦等同苹果冰糖葫
芦。也就是说，唐声诗与词体为同辈的“异姓”兄弟，词体继承的是乐府的“借乐填新辞再唱”的“血
统”，发展之处是律化; 唐声诗继承的是乐府“借乐唱已有歌辞”的“血统”，二者之源头、二者之“祖”均
是乐府。视唐声诗为词体之源，有乱“伦”之嫌。
其二，无视“乐府说”，就无视自齐梁时期“平仄四声律”发现、实践后出现的各种文体律化的文学史

事实，忽略乐府的律化为词体生成的“直通车”作用。笔者曾指出，乐府由“格”而“律”化为词，与当时
各种文体的“律”化潮流相应。清人万树于《词律·发凡》中也指出:
自沈吴兴分四声以来，凡用韵乐府无不调平仄者。自唐律以后，浸淫而为词，尤以谐声为主，平仄失

调，则不可入调。［5］

万氏就径直道出了乐府“律”化为词的缘由与事实。齐梁时期，汉语“四声”规律被发现后，各种文
体均走向了“律”化的道路。如七言古诗，格律化为七律，五言古诗为五律，赋体变为律赋，骈文也有格
律加强的趋势与变化。就连乐府歌行体中也出现大段以律体行之的现象。① 而与五七言古诗、赋、骈文
同为当时南朝时期重要文体样式的乐府歌辞，其发展变化不也应有“律”化的反应么? 特别是声律说出
现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配合音乐的需要。如早在南朝宋沈约《答陆厥书》中就提出了“以文章之音韵，
同弦管之声曲”，［6］( 卷二)《南齐书·陆厥传》中也说:“沈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6］( 卷三十三)

钟嵘《诗品·序》中说:“今既不备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7］( p155) 也认为声律为“备管弦”而设。这样的
四声与音乐相配的观念，初唐时期元兢《诗髓脑·调声》也有明确记载: “声有五声，角徵宫商羽也。分
于文字四声，平上去入也。宫商为平声，徵为上声，羽为去声，角为入声。……固知调声之义，其用为大
矣。”［8］( p93) 另外，唐代徐景安《乐书》、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五音二十八调图》中就曾记录当时人们把
平上去入四声与宫商角徵羽五音相配合的情形。② 当时种种记述也就意味着当时乐府的“律”化不但是
有可能的，而且是存在的。这就又为乐府的“律”化为词体的便捷之处提供了证明。由此可见，乐府作
为诗乐一体的文体样式，其“律”化不是必然的事情么。顺此思路来讲，“乐府”诗如果“格”“律”化，其
产品不是“词”又是什么呢?③ 要之，乐府与当时各种文体的“律”化潮流相呼应，也由“格”而“律”化为
词，与“律”化乐府相对应的文体即为词体。历来人们局限于朱光潜等人“齐梁时代乐府递化为文人诗
到了最后的阶段”［9］( p205 － 206) 等代降说，割裂了乐府自身发展的持续性，自然也就无视乐府也走向律化、
演变为词这一文体规律，而片面地从“同辈”文体或外部因素为词体溯源。
由以上两方面可知，探词体起源与生成当由乐府入手始为正道、关键。乐府也有律化的过程，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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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沈佺期、宋之问等人就“进一步推进了七言歌行体律化的过程，截长挈短，使之趋于凝炼和完整，脱胎为较为严格的七律”。
对此，可参见章培恒、骆玉明等人所著《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一章第二节《初唐宫廷文人和律诗的完成》一文。
虽然徐景安《乐书》、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五音二十八调图》二人说法有异，但都指明了乐声与汉语四声相配合的事实。
由此，笔者甚至可以大胆说，律诗、绝句之律也是乐府( 齐言歌辞) “律化”的一个表现。



律化即为词体之论当为确论。由乐府入手探源词体，一方面照顾到词体的音乐属性，另一方面，也照顾
到乐府的发展、新变，还区别开了乐府与词体异同，更说明古人的“词为乐府之裔”等说法是有其价值，
不可小觑的。与“燕乐说”、“民间说”、“诗词代降”( 声诗成词) 说相比，更具包容、辩证与科学特点。

三、由决定词体独立的格、律来审视
词体之所以为词体，乃由乐府格、律化的结果。此点笔者已有专文探讨。洛地先生也曾著专文指

出，词之为词在于“律”。但是，目前为止，仍有不少学者不明乎此，仅以时代、燕乐、长短句、歌唱等现象
为标准来判定词作、词体，为词体溯源、为词体生成探因、归纳进程。自然就有不妥之处，而强调律化原
则对这些不妥有针砭作用。
其一，若仅按唐代出现的“倚声填辞”现象( 即“格”) 判定词作，势必将唐代的各种原唱歌辞都视为

词体文学。伴随着词体式歌辞，还有一批未被选取作为倚声“模子”的歌辞也存在着( 任二北、王昆吾先
生所辑《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中即收有大量歌辞。此尚是其中一部分) 。关于何者为词、何者为
非“词”的判定，是一个令人棘手的事情。如林大椿、张璋等所辑的《唐五代词》、《全唐五代词》即面临
此难题，而曾昭岷、王兆鹏等新纂《全唐五代词》虽对此问题慎重处理，但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如收入了
不少后来不见律化的乐曲歌辞( 它们仅有如乐府“倚声填辞”阶段，而无词体阶段) 。若抓住“律化”这
一关键，此问题将迎刃而解。前文指出，乐府与词体的主要差异在律化与否。人们为词体起源溯因时有
时上追到魏晋时期( 如萧涤非、李伯敬等即如此) ，其缺陷就在于未将“律化”因素考虑在内。同样，判定
隋唐五代时期的歌辞哪些为词体作品，当亦遵此原则。特别要指出的是，笔者曾建议于律词( 包括其原
唱歌辞或“被模”歌辞) 之外划分出“格”词( 仅有倚声填辞方式却未达律化阶段之歌辞) ，与那些从未被
用于倚声的歌辞区别开来，以避免判定词体过程中的泛化现象。其立足点也在律化原则上。
其二，律化是区分乐府与词体的标尺，不由此就找不到词体生成的原因与过程。前文已指出，词体

当为律化的乐府，因借乐唱辞( 已有的与重新仿填的) 而形成的乐府才是词体之“祖”。明乎此，我们来
考察其成因时，按照乐府产生的原理，再加上平仄四声律的形成的原理与现象，就可以说清其中奥妙。
即当人们把平仄四声律不仅仅用于古诗、赋体、骈文，也用于乐府歌辞的填制时，就可迅速形成词体。此
点笔者在拙文《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中已有所论述，当时着重指出齐言乐
府在齐梁时期已有“永明体”式的律化现象。人们常将此种“律化”的齐言乐府歌辞( 具有词体性质) ，
与律诗以及借乐唱辞而形成的唐“声诗”相混淆。实际上，三者是不同的: 律诗( 绝) 最初为“徒诗”，唐
“声诗”是借他乐来唱“徒诗”( 律绝是其中之一) 的结果，而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是先乐后词、一乐多
词的结果。由于乐府诗的形成由先诗后乐与先乐后辞两种方式所致，可以想见，通常用律绝作“声诗”
的情形中，必会存在与“律”化的乐府齐言歌辞混淆的现象。当前人们在讲由律绝到词体或由声诗而到
词体这一过程时，多强调律绝、声诗对“律”的作用与贡献，却忽略了从南朝时期起乐府齐言歌辞“律”
化的事实。
其三，不抓住“律化”这一标准，找不到词体起源较早时间，更找不到可考的词体生成时间，就不能

明白词体的形成其实就是众多词调的分别“律化”过程的完结。既然齐梁时期的乐府齐言歌辞最有可
能受“永明体”的影响出现“准”律化，当我们寻求词体生成时间时，不可放过对齐梁而后“永明体式”齐
言歌辞的考察。对那些仅有“格”( 仅按字数、句数、韵脚来填辞) 的乐府歌辞当予以排除，不得当作真正
的词体作品。通过考察，笔者认为，乐府“格”“律”化程度是随着声律论的发展而递增的。无论是齐梁
以前还是齐梁以后，乐府的“格”化现象一直存在，但出现“律”化只能从齐梁时期出现平仄声律论开始，
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可称律词的滥觞，只不过是“永明体”式的; 隋唐之际乐府齐言歌辞“律”化完
成，而杂言歌辞的“律”化已经出现，律词生成当在此时。“声诗”作为乐府中借乐唱辞的产物，在演唱时
随着曲子形成了“律”化的杂言歌辞，成为乐府“律”化的捷径之一。另外，由“格词”、“律词”的划分，我
们还须注意词体的律化并非全体同时完成的 而是每一个词调各有自己的“律化”轨迹与历史 此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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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们去寻求词体起源或生成时间时所不注意。大多学者常从一大段时间中的一批词作来考察，结果
导致粗线条式的判断，如盛唐说，中唐说，晚唐说等。按前面所述律化原则，笔者得出隋时僧海顺为《三
不为篇》，为现存较早的既“格”化又准“律”化之词。① 而《望江南》( 《忆江南》)、《渔歌子》等为较早完
成律化———成为词体的词调。唐五代有一些歌辞，虽有“倚声填辞”的阶段，但最终未达到“词体”阶段，
一直处于格词状态。又由于乐府歌辞的律化，至元、明、清时期仍旧存在，只不过那时又被改名为“曲”。
由此来讲，所有的词体格、律化完成，当在元曲形成、定名之时或之后，人们基本上以前代已有词调的
“文字之律”来填制时。如明代类似《词学筌蹄》、《诗余图谱》、《啸余谱》等图谱类词学书籍的出现，标
志着所有词调律化的完成与定型。也就是说，词体的律化是自词的萌芽始，到与之相配的大量音乐流失
与“失去时尚”至一直处于众多不同个体不断增长与定型的状态中。
总之，抓住“律化”这一关键，对考察词体起源有决定性的意义。脱离了“律化”来界定“词”的概

念，就会将隋唐歌辞，甚至六朝的乐府歌辞也包含在内。事实上，只有“律化”的乐府歌辞才是词体作
品。当然，这其中包含一个歌曲曲调在最初仅有“格式”到最终律化之时出现的“格词”。因为格词为律
词的准备、酝酿、孵育阶段，与同调的最终被“律化”的乐曲歌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代学者洛地先
生否认词体为“音乐文学”即是因过分强调的律化( 与“格词”的截然对立无视格词为律词的“胚胎”阶
段) 所致。

四、由游戏方式的角度解
当前人们对词体起源的原理的探究大多是基于音乐与声律这两大层面的，虽也有探究唐宋词中的

俳谐滑稽问题，但很少有从游戏角度去深挖词体起源、生成的哲学实质或文化精神。由此也导致人们对
词体起源问题认识的模糊。
一方面，词体形成的修辞基础为“仿调”，仿调是促成词体“游戏”程序的根本。仿调为仿拟修辞( 如

仿词、仿句、仿篇) 的一种。即模仿已有的乐曲或曲调下歌辞来写作、歌唱。模仿的游戏性质，是不必多
言的。当前各种娱乐节目的“模仿秀”热潮即可说明。这本是浅显问题。但由于“五四”文学革命中，胡
适等反对“模拟的文学”口号，对词体形成中的“模仿”游戏性质却被有意或无意的忽略。唐宋时期大量
记载模仿游戏为词的文献中，多是关于“戏谑”者 ( 如《回波乐》) 。唐宋人论词，也多评之以“谑浪游
戏”。这不仅仅是因为词作内容或构思的“游戏”，更在于模仿填词这种方式本身有游戏意味。如词中
的代言体，即是词人不但“模”乐曲的乐句或歌辞格式，还仿原唱歌辞所表现的对象或身份。不明白“仿
调”修辞所具有的“游戏”成份，就不能明白词体作为“曲艺”品种的真实缘由。
另一方面，词体是唐代兴盛起来的声律文字游戏之一种，科举文人的加盟才是其定型的真正“推动

力”。正如前文讲，声律被发现、实践并形成理论后，出现的多种声律文字游戏( 如对联、律诗、律赋、骈
文) ，词体也是声律论运用、实践、游戏的产物。这种游戏不像平仄四声律规则未加运用时的倚声填辞
游戏，可以玩、打者众多。只有懂得“四声平仄”为何物者，才能完成。律赋、律诗被纳入科举内容后，文
人才过分关注平仄四声的辨识与运用问题，也才有可能大量地运用平仄四声律于倚声填辞的文字游戏

程序中。众所周知，乐曲歌唱时与其下所配歌辞的平仄四声不一定有必然联系( 夏承焘先生曾指出北
宋词多不讲四声、有的词调声律格式多种等即可说明) 。通常只有精通音乐者，才会为了美听、便唱的
缘故来对此有所考究。而唐宋时期，有不少大多不解音律者却填制了大量的律词，自然当因科举“技
痒”、炫“声律之能”的需要，为加大“填辞”这种文字游戏难度，才有可能热衷于此。由此来看，民间老百
姓( 非文人) 是不关心所谓的“声律”，也不可能像科举文人那样熟练地辨识、运用平仄四声于仿歌辞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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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组作品“三首辞式全同，皆为十六句七十字，平仄用韵，俱甚谨严，而且以四言为主，从七十字严依一格看，应有某种音乐支
持。”当为佛教唱导音乐，“所配的很可能就是兼采‘新声’的呗赞音乐。”( 王小盾《隋唐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 1996 年，第 465
页) 。据此可知。



戏的。“词体起源于民间”的说法，只能说明民间艺人为词体的形成准备了音乐基础与“格词”( 仅如乐
府“倚声填辞”) 基础。科举文人才是词体兴盛的重要“推手”。由于宫廷是科举文人或有声律素养的文
人重要聚集地，再加上宫廷以帝王重臣为主，一旦进行此声律文字游戏( 填制与歌唱) ，就具有上行下效

的影响力。故往往给人以词体起源于宫廷的印象。而事实是，又由于词体这种声律文字游戏本身具有
“壮夫不为”、“无益累德”的负面影响，唐代宫廷中士大夫多有不为者，倒是中下层落魄文人或远离庙堂
的文人敢冒天下之不韪而尝试此种游戏以娱人、娱己。王维的不填辞与李白的填辞，白居易的填辞与韩
愈的少填辞、李商隐的不填辞与温庭筠的填辞，都可能有此种因素。也就是说，律化文体———声律文字
游戏的产生与兴盛，是非“民间”的，与“宫廷”有关联，但与科举文人( 诗客) 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也是
词之异于乐府重要之处。自然，律诗、律赋、骈文等以声律规则为主的游戏式写作特点对词体技艺成熟
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再以此看“词起源于酒令”的说法，酒令是一种饮酒游戏，其中可能包括词
体———声律文字游戏( 可显才、炫才，可比乐能、唱艺) 这一种，故只能说酒令有助于词体的发展，是词体
技艺的“催熟剂”。
另外，词体也是一种实境影像编码转换的游戏程序。笔者以为，词体与各种诗体一样，大多数作品

都是作家以诗、词等文体为编码程序、用文字码编成的实境影像游戏文本。我们的大脑担负着影像素材
选取、情节内容剪辑、实境影像的文字化转换( 压缩、选码、编码) ，阅读时的解码、成像、还原实境、放映、
观看等功能。某种程度上讲，成功的诗词作品当是实境影像的文字化转换后由他人解“观”时，仍能获
得“全息”的实境影像，甚至具有“5D”电影加动漫特技的效果。事实上诗词中对色、香、味、触、心理的
编导是一般电影无法展示的。而像“山抹微云”拟人式拈连修辞所造成的效果，只有“flash”式的动漫才
能还原成影像。这种编导、转换、还原的过程实际上与影视编、观的过程都具有游戏意味。从这个意义
上来讲，词体的起源与前代诗歌的游戏本质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也就是说，词体与各种文学作品一
样，都出于用文字编码来“再现场景”目的，具有影像文本的特点。填词与读词的过程也就是实境、文字
相互转换游戏的“体验”过程。
要之，由游戏视角入手，既可明白仿调是词体形成的修辞基础，又可明白擅长“打玩”词体———声律

文字游戏者主要为科举文人。词体作为一种影像编码、转换的游戏程序，词作为影像文本，这是词体生
成的艺术原理。
以上笔者从四大要素对词体起源或生成问题所作新辨。这并非个人的独到见解，而是集中了众多

前辈学者、当代学者们的意见。笔者也无意专门于批判某些学者的观点，只是就多年来本人对词体生成
问题看法的陈述。其中，由于篇幅所限，对某些细部的问题所举例证相对较少，以概括式的观点表达为
多。好在笔者文中已提及不少学者的论著以及木斋先生的新作《曲词发生史》、拙作《词乃乐府的“格”、
“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等，可供参镜，庶几免此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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